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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送匾” 等新闻引发的新闻专业主义讨论

———兼谈后大众传媒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黄　 玲

摘　 要： “领导送匾”、 “戴墨镜打伞采访” 等新闻的发生， 加重了传统媒体新闻人的职业焦虑。 在传

播方式、 格局都已发生颠覆性变革的后大众传播时代， 如何唤起职业新闻人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热情成为我

国新闻业的第一要义。 文章认为， 新闻专业主义需要在实践中完成自我修正、 自我完善。 对当下的我国新

闻业来说， 应当回到媒体的公共性原点， 同时行业协会也要适应传媒分众化、 差异化的媒体格局， 让微信

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成为行业协会的参与主体， 以提升其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促进行业的良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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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奥运期间， 《 “领导送匾朱婷父母” 这种新闻恶心了谁？》 成为朋友圈热文。 新近发生的 “戴墨

镜打伞采访” 导致涉事记者停职， 再次引起各方评说， ＢＢＣ 广播公司也就中国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进

行了报道。 有评论者说， 在传统媒体不景气的今天， 这两起事件折射出 “传统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焦

虑， 记者无心 ‘恋战’， 更遑论新闻专业主义”。 “不恶心” 的新闻长啥样儿， 在传播方式、 业态都已

发生颠覆性变革的后大众传播时代， 如何在实践中唤起职业新闻人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热情？ 这些问题

都是摆在媒体行业、 高校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缘 　 　 起

我们先简单回顾下这两则新闻。 “领导送匾” 缘于女排队员朱婷老家政府各级领导慰问朱婷父母并

赠送匾额一事， 当地媒体进行了报道。 没想到， “领导慰问” 报道遭到网友非议， 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是

在做秀， 刷存在感， “这种新闻看了很恶心”。 微信公众号 “新京报传媒研究” 还详细列举了报道中的

诸多新闻细节， “３００ 多字的领导讲话内容”， “先后 １３ 次出现的 ９ 名各级领导名字”， “朱婷父母的声

音只有 １７ 个字”， 这则新闻 “充满形式感却无比空洞”、 “无视新闻规律”。 蓝鲸传媒以 “是 ‘神助攻’
还是 ‘猪队友’ ” 为题， 评价这篇新闻稿弄巧成拙， 未能完成宣传地方政府自我形象的作用。 《中国记

者》 编辑梁宜畅则站在媒体从业人员角度， 认为这类报道事关各级领导， 当地媒体不敢有自选动作，
不应只打媒体板子。

无独有偶， 近期厦门电视台一名女记者 “戴墨镜、 打洋伞” 的采访工作照被晒到网上， 随即记者

所在电视台以 “违反新闻记者职业规范， 损害了新闻工作者形象” 为由给予其停职处理。 有人认为电

视台反应过激， 也有人认为记者装扮与采访环境不协调， 不符合新闻工作者形象。 微信公众号 “记者

站”、 “传媒老炮儿” 栏目也表态， “记者穿着打扮没规定， 但是有讲究”。 尽管各方说法褒贬不一， 但

基本上都是围绕记者的职业道德评说， 传统新闻人的看家本领新闻专业主义的话题再次浮上水面。

二、 新闻专业主义再认识

要充分理解新闻专业主义， 还得追溯其根源。 众所周知， 新闻专业主义是舶来品。 社会学家盖伊·塔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６ 年辽宁省教育厅项目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Ｗ２０１６８３６１８） 的阶段性成果。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４ 卷

奇曼认为， 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端于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的便士报时期。 当时随着工业化程度加深， 办报成

本有所降低， 经营者为扩大发行量， 标榜自己超然于当时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之争， 不偏袒任何一

方， 报道内容由党派之争的言论转向发布各类新闻。 事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要义， 便士报时期的新闻

客观性原则还相对朴素， 只是停留在新闻操作层面。 到了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新闻业竞争越发激烈，
黄色煽情新闻充斥各大报刊版面， 泛滥的新闻自由和商业主义已对新闻业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 随后

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让人们发现一直被媒体行业奉为圭臬的事实出了问题， 新闻中呈现出来的所

谓 “事实”， 也有可能被政治家和宣传家利用。 曾经当过记者的李普曼在 《公众舆论》 中说， 报纸 “脆
弱得难以实现人民主权论的全部义务， 难以自发地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实。” ［１］ 正是在这

种舆论环境下， 新闻界意识到仅有 “客观事实” 是不够的， 记者必须对事实背后的原因和最后的结局

之间的关系加以详细解读， 这样的报道才是好的报道。 “大多数新闻人放弃了 ２０ 年代早期认为的完全

的科学的客观是可以保持的理念， 一种可能被称为解释性报道的新闻类型在许多记者中发展起来。” ［２］

１９０８ 年， 美国第一个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成立， 该院院长威廉 （Ｗａｌｔ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与人合作撰

写了 《记者守则》， 首次肯定了新闻职业的合理性， 其 “成功之道在于敬畏上帝和尊重人类”。 １９２３
年， 为增强新闻自律意识， 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 （ＡＳＮＥ） 又制定了 《新闻界信条》， 这也是美国第一

个全国性行业组织制定的新闻伦理规范。 “责任”、 “新闻自由”、 “独立”、 “不偏不倚”、 “公正” 和

“体面” 等内容成为报刊需要遵守的主要原则， 其中 “责任” 条款明确规定： 除了对公共福利的考虑

外， 报纸吸引和争取读者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 《新闻界信条》 的相关内容也成为日后新闻专业主义理

念阐述的蓝本： 对外强调报刊的独立性， 对内对记者行为、 采访报道提出各种规范。 学者们普遍认为，
随着新闻业进一步发达， 新闻职业教育机构的成立， 这一时期以新闻客观性原则、 媒体独立性原则为

内核的新闻专业主义已经上升到职业理想层面。
到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自由主义潮流不断深入， 美国媒体垄断程度不断加深， 新闻业走向新闻自

由主义的反面， 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 媒体多样化的平衡被打破。 为避免来自政府和公众的责难，
美国新闻界自清门户， 提出了媒体社会责任论。 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首届主席约斯特 （ Ｃａｓｐｅｒ Ｓ􀆰 Ｙｏｓｔ）
说， “还有一些新闻很重要， 也有价值， 但在公众趣味方面较缺乏。 如果新闻业要实施它对公众的责任

的话， 有必要连续刊登这类新闻……报纸的责任是记录每天发生的事件。 它的责任是将空间留给公众

应该知道的重要新闻， 即使公众对它们缺乏兴趣。 报纸的责任是告知和指导， 持续地告知和指导关于

新闻中的重要事情， 即使会面对读者的冷漠。” ［３］ 也就是说， 媒体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这时的新闻专业

主义又多了 “社会责任” 这一层含义。 至此， 客观公正、 自由独立、 服务公众和成熟的职业教育成为

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征， 日后接连出现的调查报道、 新新闻主义等媒体运动也基本因循这几方

面内容。
从美国媒体的发展历史来看， 其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形成也是新闻界面临不断出现的危机而进行

的自我救赎过程。 在出现信任危机时， 就祭起专业主义的大旗着力改进、 修缮。 在这个过程中， 新闻

业一直试图在政治党派控制、 商业化诱惑、 民众选择之间寻找生存空间。 现在看来， 美式的新闻专业

主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化、 神圣化， 倒是透着自我证明、 自我推介的美式实用主义哲学色彩。
就我国而言， 新闻客观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概念最早由陆晔 （１９９４）、 郭镇之 （１９９９） 在相关学术

文章中引入。 而在新闻实践层面， 张季鸾、 胡政之时期的 《大公报》， 主张 “不党、 不私、 不盲、 不

卖” 等 “四不主义” 社训， 除了可以用中国知识分子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的传统底色加以解

读之外， 就职业理念、 职业规范来说， “十分贴近新闻专业主义内核， 可以说它是中国本土化新闻专业

主义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４］建国以后， 受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 我国新闻界一直处于 “命令型

新闻体制” 下， 媒体的自由度相对较弱。 ２００９ 年， 经过多次修订的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围绕 “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等内容， 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做了

相关表述。 但是还存在政治术语过多、 职业特性不突出的问题。 例如， “坚决抵制格调低俗、 有害人们

身心健康的内容” 这样的条款表述， 过于抽象概括， 对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失范现象没有明确规定。
在我国学界， 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很多， 代表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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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意识形态”， 新闻从业者以此为准则来实现 “成名的想象”， 进而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下的媒介管理

机构， 新闻专业主义成了某种意义上的 “规训”、 “收编” （陆晔、 潘忠党， ２００２）； 新闻专业主义对我

国新闻传播实践而言， 既不具 “描述” 意义， 也难起 “规范” 作用 （芮必峰， ２０１０）； 新闻专业主义

是新闻业的生命根基所在， 虽然遭受多方诟病， “仍然具有普适性的价值” （周劲， ２０１３）。
笔者认为， 对我国当下的新闻业来说，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需要在实践操作层面加以完善， 花费大量

精力用于讨论、 构建无懈可击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框架不太现实。 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来看，
也正是在一次次的实践过程中， 新闻专业主义通过不断自我修正才得以完善。 对职业化、 产业化起步

较晚、 尚未出台新闻法的中国新闻业来说， 也非常需要新闻专业主义这面旗子， 来抵制来自政府有关

部门或商业等的不合理控制。
结合前面那个 “领导送匾” 的新闻， 笔者认为， 出现这样的报道结果， 当然要考虑到当地媒体与

政府之间的关系， 但是也不能否认媒体存在的惰性、 刻板心理因素。 其实， 领导不是新闻行家， 不会

指导记者怎样写稿， 告诉记者什么样是好稿， 对稿件负责的应当是记者， 不是政府领导。 如果记者肯

下功夫， 遵从新闻规律，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出发， 肯定能写出好稿 （至少不是恶心的稿）。 对政府

领导而言， 当然也愿意看到让人耳目一新的时政报道。 如此看来， 媒体惰性、 习惯性的自我阉割也是

当前媒体失语的原因之一。 拱手让出自己的职权， 这当然属于记者的职业素养问题。

三、 后大众传播时代新闻专业主义再实践

当前我们所处的传播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伴随着大众传播时代成长， 以职业新闻机

构为对象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确受到了冲击。 但是正如学者吴飞所言， “只要人类对新闻需求的目标没有

根本性的改变， 只要我们还希望通过新闻这种方式来探测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新闻专业主义仍然是

一种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纲领” ［５］ 。 笔者将从媒体的公共责任、 媒体协会自律两方面， 谈后大众

传播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问题。
（一） 不忘初心， 回到媒体的公共属性

我们知道， 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个体与个体之间相对独立， 每个人所关注的信息内容

大多与个人职业、 爱好相关， 现代人之间能共同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少。 特别是微信公众号、 ＱＱ 群等社

交媒体的使用， 这些平台上所发表的信息有较为强烈的 “圈子” 倾向。 不用说活跃于各大社交平台的

搞笑段子或视频， 即使是新闻发布， 也大多属于 “第一层面”， 很难针对公共议题展开相对稳定、 深刻

的有效讨论。
社交媒体的频繁使用让更多的人局限在小圈子里， 影响其对社会公共话题的感知和判断， 这么说

并不过分。 德州农工大学传播学副教授 Ｊｏｈａｎｎａ Ｄｕｎａｗａｙ 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 移动媒体的大量使用导

致人们新闻消费的减少。 Ｊｏｈａｎｎａ Ｄｕｎａｗａｙ 通过电脑、 移动浏览器和移动应用程序访问新闻网站的平均

时间和平均访问量两个调查数据， 表明移动设备并非 “新闻友好平台”， 用户的新闻接触比以往有所减

少 （报告分析说， 这可能跟移动设备网速慢、 屏幕舒适感差等因素有关）。 更为重要的是， 移动媒体的

大量使用还会加深信息碎片化， “促使美国在过去三十年已经大幅扩展的信息鸿沟进一步加大” ［６］ 。 不

仅如此， 大数据的信息搜索抓取与个性化推送， 更加重了移动端用户之间的信息窄化， 随着时间的推

移， 高度个性化的信息会将现代人包裹在一层厚厚的外壳里， 美国学者桑斯坦形象地称之为 “信息茧

房”。
打破信息社会用户信息消费的区隔， 重新回到咖啡馆时代的公共话题讨论， 这个任务当然得由公

共媒体来完成。 媒体发布公众共同关心的话题， 通过公共新闻把现代人从各自的信息茧房里拉出来。
“传媒作为社会公器， 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 ［７］关于媒介的社会整合功能， 施拉姆

也在早期提到媒介的 “论坛” 属性， 意指媒介作为平台， 吸引公众就公共性话题进行讨论。
媒体的公共性直接体现在公共新闻的采写实践方面。 北卡罗来纳大学梅耶 （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ｅｙｅｒ） 和斯坦

福大学格拉瑟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Ｌ􀆰 Ｇｌａｓｓｅｒ） 两位学者分别就公共新闻特点进行分析， 两人都强调公共新闻要有

受众的公民意识， 关心公共生活。 针对当前政治报道娱乐化现象， 梅耶还特别指出， 公共新闻要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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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争论的内容， 而不是热闹的技巧”。 可以看出来， 公共新闻形式上可能不像以商业化为目的的 “反
常新闻” 那么惹眼、 好看， 但它事关公民自身利益， 而不是市场利益、 政党利益。 有一点值得注意：
当前我国很多传统媒体在转型融合过程中， 经常有媒体自诩有互联网思维， 把读者、 听众定位为用户

和潜在的消费者， 在新闻内容选取、 经营理念上声称 “以用户为中心”， 结果必然导致媒介与商业两者

之间的界限被打破。 笔者认为， “用户”、 “潜在的消费者” 这样的商业化定位表述与媒体的公共性、 公

民定位背道而驰。 这种短视行为必然会透支媒体的影响力， 损伤公众的自身利益。 魏则西事件就充分

说明， 媒体平台过度追求竞价排名忽视了媒体的公共性， 致使一些资质平平的企业能够轻易绕过机器

的违禁词搜索而排位靠前， 最终吃亏的还是利益链条末端的公众。
（二） 发挥媒体行业协会自律服务职能， 形成行业凝聚力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职业分工不断细化， 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 协调功能越发重要。 对于新闻业

来讲， 行业协会因其更熟悉行业内部背景， 有充足的行业经验， 直接代表从业人员利益， 由它来行使

管理职能会比政府直接管理更有效、 更直接， 这也符合新制度经济学有关行业组织作为非正式制度的

柔性管理理念。
如前所述， 在美国百余年的新闻发展史中， 我们看到美国新闻行业协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调节作

用， 也促进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不断完善。 当今的美国新闻行业协会更是名目繁多， 不仅有美国报

纸编辑协会和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全国性影响力较大的新闻行业组织， 还有诸如新闻摄影记者

协会、 美国财经编辑与记者协会、 调查记者编辑协会、 全国科学记者协会等专业色彩更浓的行业组织，
这些组织不仅制定各职业规范， 还发布各类资讯， 提供培训机会， 突出行业协会的服务功能。

相比来看， 我国媒体产业化起步较晚， 对媒体从业人员的管理主要以政府为主， 行业协会的组织规

模较小， 行业规范性条文的制定和出台通常需要与政府行政机构宣传部合作完成， 协会的服务功能独

立性、 主动性也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另一方面， 当前我国各家新闻协会的参与主体为各新闻单位， 而且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 以中国广

播电视协会为例， 其参与主体是各级广播电台、 电视台；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 １８６ 家会员单位也是全国

各大晚报。 笔者认为， 在自媒体传播渠道日益增多的后大众传播时代， 行业协会也要适应传媒分众化、
差异化的媒体格局， 将众多的自媒体单位吸纳到协会， 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以微信公众号为例， 目前我国微信公众号数量已达 １０００ 万， 负责这些公众号运营的编辑数量远远

超过传统媒体编辑记者数量， 而且这个数字会伴随着 “企业媒介化” 程度加深而在未来几年继续攀升。
微信公众号从业人员队伍庞大， 专业背景各不相同， 职业素养良莠不齐。 笔者曾对大连市 ４０ 余家医疗

美容行业的微信公众号采编人员进行访谈， “工资低而且经常加班”、 “不能署名的遗憾”、 “与老板沟

通难” 等都是访谈过程中出现的高频词， 从业人员能接受到的培训大多也都是社会中介机构主办的偏

技术型培训， 鲜少涉及新闻专业理念。 我们的记者协会如果能把自媒体从业人员吸纳进来， 让其参与

协会的各项活动， 例如进行专业培训、 作品评奖等， 必然会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 网络

“小编们” 的专业身份认同感和集体心理满足感也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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